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诤友与功臣:《经义考通说疏证》平议 

张宗友
1
 

(南京大学 文学院，江苏 南京 210023) 

【摘 要】：司马朝军《经义考通说疏证》是现代学术视野下第一部专门就《经义考》某一门类进行深入研究的

经学文献整理专著。作者之旨趣,在于考溯《通说》引据资料之初源,或兼列其他可能之出处,或兼释所引文献,或备

列引据文献之全本,或兼考相关文献之异同等。该书虽偶有不足,而成果极为丰硕,为《经义考》的进一步整理与研

究,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。 

【关键词】：《经义考》 司马朝军 平议 

【中图分类号】:Z126．27【文献标志码】:A【文章编号】:1671-3079(2020)01-0005-10 

《经义考》是清初学者朱彝尊(1629-1709)编纂的一部经籍总目,共分30个门类,其中卷二九五至卷二九八,系“通说”部分。

司马朝军先生对该部分进行专题研究,相关成果以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疏证》之名收入其《国故新证》一书(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0

年版)。《国故新证》凡七篇:《论卦辞深层结构》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疏证》《〈经解入门〉辨伪十题》《〈经解入门〉待质录》《论

司马迁的历史地位》《〈乐庵语录〉真伪考》《〈黄侃传〉徐复序辨伪》。从主题上看,《国故新证》是一部以讨论经史之学及辨伪

为主的学术论集。该书正文凡 390 页,全书篇幅达36万余字。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疏证》系此书第二篇,从体量上看,内容多达 270

页,约 25 万字,约占全书篇幅 70%,其已然能自成一书。格于论集体例,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疏证》并无序、跋等发凡起例之文字,

惟在文章开篇,有简要之缘起(见下引)。其实,司马朝军先生撰写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疏证》之志意,业已于 2009 年冬形诸文字,

即《〈经义考通说疏证〉序跋》(由序、跋各一篇组成),刊于《出版科学》2011 年第 1 期,即《国故新证》行世之次年。可见,作

者已将有关《通说》之专题研究,定名为《经义考通说疏证》,惟囿于论集体例,未将序跋载入《国故新证》。据此,本文将《〈经

义考·通说〉疏证》及其序跋,视作一种著述之整体,并按《〈经义考通说疏证〉序跋》题名之例,径称为《经义考通说疏证》(以

下简称《疏证》)。 

《疏证》是现代学术视野与规范下第一种有关《经义考》某一门类文献之专题研究著作,属于经学文献整理、研究范畴,在

《经义考》研究史、学术史上具有独特之地位。《疏证》之缘起、贡献与经验,理应引起学界之重视。 

目前,学界对《疏证》之注意与研究,有陈开林所撰《〈《经义考·通说》疏证〉补正》(刊于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》2015 年第

2期)、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引文考辨十二则》(刊于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》2015 年第 3期)。前文针对《疏证》“不切及错误之处,

略作补证”[1]67,后文针对《疏证》“待考”的条目,“择取十二则予以考辨”[2]110。可见二文旨趣分别在纠《疏证》之讹误、补《疏

证》之未备,而于《疏证》之撰述缘起、疏证实绩及其在经学文献整理方面之意义,未予讨论。 

一、《疏证》之缘起 

《经义考·通说》分《说经》《说纬》两个部分,前者 3 卷,后者 1 卷,合计 4 卷。《疏证》因此分为 4 节:“《经义考·通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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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·说经上》疏证”“《经义考·通说二·说经中》疏证”“《经义考·通说三·说经下》疏证”“《经义考·通说四·说纬》

疏证”。 

《疏证》开篇,有简要之缘起: 

清儒朱彝尊撰《经义考》三百卷,为经学研究的必备之书,其《通说》四卷撮录自孔子迄清初诸儒有关经学的观点,资料极其

丰富,但未一一注明出处,不便于研究者使用,加以错讹衍夺,所在多有,今试为之疏通证明,补所未逮,或于经学不无小补云尔。[3]13 

此段缘起,首先肯定《经义考》的学术价值(“经学研究的必备之书”),继而指出两大缺点:1)未“一一注明”所录资料之

“出处”;2)“错讹衍夺,所在多有”。那么,作者“为之疏通证明,补所未逮”之目的,应当有二:一是考出《经义考》所录资料

之出处;二是校正“错讹衍夺”的文字之误。但上述文字十分简略,内容有限,尚不足以充分说明作者撰写《疏证》之志意。 

《疏证》作者司马朝军先生,以研治四库学蜚声学界,著有《〈四库全书总目〉研究》《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》等。对《经义

考》之注意,起源于对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研究: 

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课题往往只有在研究过程中才会被发现。自从开始研究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我就发现了不少相关课题,

关于《经义考》的溯源即为其中一例。《经义考》与《总目》存在深刻的渊源关系,我在研究《总目》之初就与它打上了交道。

因此,选择《经义考》,对于我来说,并非偶然,而是必然。在追溯《总目》编纂来源时,凡属涉及《经义考》的条目,我就不厌其

烦地查阅原书。经过比勘,我发现了《经义考》存在大量错误,还特地写过考证文章予以驳正。
[4]108

 

《经义考》中存在的问题,引发了朝军先生的研究兴趣: 

乾嘉时期的一位大儒翁方纲在《苏斋笔记》中指出:“《经义考》于每书之序多删去其岁月,观者何而考其师承之绪及其先

后之迹乎?又所载每书考辨论说皆浑称某人曰,不注其出于某书、某注、某集,则其言之指归无由见,而于学人参稽互证之处无所

裨助。”删去岁月,不注出处,此二点正是《经义考》的最大缺点,翁方纲洞若观火,不可谓之苛论。……这些致命弱点无疑大大

降低了它的学术价值,也影响了它作为工具书的使用效率。[4]106-107 

如何解决《经义考》中存在的问题?在学界既有研究实践的基础上,朝军先生对研治《经义考》的学术方法进行了探索: 

张宗友博士认为:“对《经义考》所录资料,考溯其源,校核其文,补其未备,从而为学界提供完善的可资利用的文本,即为颇

具有现实意义和切实可行的课题。”(《经义考研究》第 344 页,中华书局 2009 年版)杨果霖先生亦有“还原其原始的出处”的

看法,可谓英雄所见略同。笔者早在世纪之交就注意及此,在研究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同时,也开始积累相关资料,准备做《经义

考》的溯源校勘工作。[4]107-108 

基于上述对《经义考》文本溯源、校勘之重要性的认识,朝军先生“发愿在此方面有所突破,且以最笨的办法去获取最佳的

效果”,为此: 

我采取了张果老倒骑驴的办法,首先整理最后的四卷,即《通说》部分。《通说》四卷撮录自孔子迄清初诸儒有关经学的观点,

资料极其丰富,但未一一注明出处,不便于研究者使用。加以错讹衍夺,所在都有。我开始一条一条地查找原始出处,补充史料,校

勘文字。……经过我们的史料溯源,无疑将大大提升其学术价值,并为经学话语的重构准备丰富的资料,其意义是每一个经学研究

者都不难理解的。[4]108 

综上,司马朝军先生因研治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而发现《经义考》之重要性与研究价值,通过溯源、校勘的方法研治此书,而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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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于《通说》部分。《疏证》即为其学术结晶。 

二、《疏证》之学术成就 

《经义考》之《通说》部分凡四卷,包括《说经》3 卷、《说纬》1 卷。各卷均引前儒或某种文献内有关经典阐释的文字,体

现出历代关于经典的认知。所辑文字,《说经上》有 95 条,《说经中》有 110 条,《说经下》有 94 条,《说纬》有 98 条;另有朱

彝尊按语 5条。以上合计,共有 402 条。实际上,由于某条之内,往往不止一则资料(通常以“又曰”领起),因此,实际辑录之数据,

近 500 则。[1]67 

《疏证》是司马朝军教授对《通说》四卷进行溯源、校勘的学术结晶,成果极为丰硕。 

(一)考溯《经义考》引据文献之初源 

据统计,除 61 则资料“待考”外,《疏证》共考出《经义考》438 则引据资料之出处。[2]110在考溯初源时,《疏证》体式较为

灵活。 

1.径明文献初源 

如《说经上》第十条(“庄周曰”):“《诗》以道志,《书》以道事,《礼》以道行,《乐》以道和,《易》以道阴阳,《春秋》

以道名分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 

语见《庄子·天下篇》。[3]15 

又如《说经上》第十五条(“陆贾曰”):“天生万物,以地养之,圣人成之,定《五经》,明六艺。《鹿鸣》以仁求其群,《关睢》

以义鸣其雄,《春秋》以仁义贬绝,《诗》以仁义存亡,《乾》、《坤》以仁和合,八卦以义相承,《书》以仁叙九族,君臣以义制忠,

《礼》以仁尽节,《乐》以礼升降。学之者明,失之者昏,背之者亡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 

语见汉陆贾《新语》卷上《道基第一》。[3]17 

按:此类断语简要果决。《庄子》《新语》非稀见或亡佚之书,通行易得,无须辞费。 

2.兼列其他可能出处 

如《说经上》第八条(“齐太史子与曰”):“孔子生于衰周,先王典籍错乱无纪,而乃论百家之遗记,考正其义,祖述尧舜,宪

章文武,删《诗》述《书》,定《礼》理《乐》,制作《春秋》,赞明《易》道,垂训后嗣,以为法式,何甚盛也!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

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 

语见《孔子家语》卷九《本姓解》。又见宋杨简《先圣大训》卷六、宋胡仔《孔子编年》卷五、《绎史》卷八六之三。[3]15 

按:《疏证》指出本条文献之初源(《孔子家语》),但同时列出宋儒杨简、胡仔及清初学者马骕(1621—1673)之著述。朱彝

尊治学以博雅精勤著称,杨、胡、马三氏之著述,均有可能在其取材之列。此类疏证,颇见作者之匠心。 

又如《说经上》第四十条(“张华曰”):“圣人制作曰经,贤者著述曰传,曰记,曰章句,曰解,曰论,曰读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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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 

晋张华《博物志》卷六:“圣人制作曰经,贤者著述曰传。郑玄注《毛诗》曰笺,不解此意。或云,毛公尝为北海郡守,玄是此

郡人,故以为敬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六○八引《博物志》曰:“圣人制作曰经,贤者著述曰记,曰章句,曰解,曰论,曰读。”唐虞世

南《北堂书钞》卷九五引张华《博物志》云:“圣人制作曰经,贤者著述曰传记,曰章句,曰解,曰论,曰注。”[3]37 

按:《疏证》指出本条文献之初源(《博物志》),而文本有差异;复列出文本相近者两种,分别载于《北堂书钞》《太平御览》。

后二者与《经义考》所载者相近,可能均在朱彝尊取材之列。 

3.兼释所引文献 

如《说经上》第一条(“《经解》”):“孔子曰:‘入其国,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,温柔敦厚,《诗》教也……属辞比事,《春

秋》教也。故《诗》之失愚……《春秋》之失乱。其为人也,温柔敦厚而不愚,则深于《诗》者也……属辞比事而不乱,则深于《春

秋》者也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 

《礼记注疏》卷五○:《正义》曰:“《经解》一篇,总是孔子之言,记者录之以为经解者。”[3]13 

又如,《说经上》第四条(“《春秋演孔图》曰”):“孔子作法五经,运之天地,稽之图象,质于三王,施之四海。”(《经义考》

卷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 

明孔瑴编《古微书》卷八。关于《春秋演孔图》,原注云:“此端为血书鸟图而述也,故以演孔立名,而旁及帝王。”[3]14 

按:《疏证》不仅标明《经义考》引据文献之出处,还对引据文献所在篇目(如《经解》)或所从出之原始文献(如《春秋演孔

图》),引用前人注语略加说明,无疑有助于对所引文献之理解,起“疏通证明”之用。 

4.备列引据文献之全本 

如《说经上》第十六条(“韩婴曰”):“千举万变,其道不穷,六经是也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 

汉韩婴《韩诗外传》卷五:儒者,儒也,儒之为言无也,不易之术也。千举万变,其道不穷,六经是也。若夫君臣之义,父子之亲,

夫妇之别,朋友之序,此儒者之所谨守,日切磋而不舍也。虽居穷巷陋室之下,而内不足以充虚,外不足以葢形,无置锥之地,明察足

以持天下,大举在人上,则王公之材也。小用使在位,则社稷之臣也。虽岩居穴处,而王侯不能与争名,何也?仁义之化存尔。如使

王者,听其言,信其行,则唐虞之法可得而观,颂声可得而听。《诗》曰:“先民有言,询于蒭荛。”取谋之博也。[3]17 

按:朱彝尊取《韩诗外传》中数语,突出“六经”之“千举万变,其道不穷”。然“六经”何以如此?《外传》中对“儒”之

含义、职守、功用加以解读,说明“儒”所谨守之“君臣之义”等,均源出“六经”。《疏证》还原“千举万变,其道不穷”之语

境,当然有助于对其文之理解。此类疏证,可谓元元本本,极为明了,朱彝尊引据时所作之改动及其讹误,均能一目了然。 

5.兼考其他文献之异同 

如《说经上》第四十一条(“乙瑛曰”):“孔子作《春秋》,制《孝经》,演《易·系辞》,经纬天地,幽赞神明。”(《经义

考》卷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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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幸鲁盛典》卷八《汉鲁相置孔子庙百石卒史碑》引其文曰:“司徒臣雄、司空臣戒稽首言:鲁前相瑛书言,诏书崇圣道,勉

六艺。孔子作《春秋》,制《孝经》,演《易》系辞,经纬天地,幽赞神明。”《五礼通考》卷一二一同。宋欧阳修《集古录》卷

二删去“删述五经”四字,《隶释》卷一阙“删述”二字。乙瑛字少卿,平原高唐人。
[3]30

 

按:《疏证》根据碑文,不仅列出文献初源,而且对《五礼通考》《集古录》《隶释》等采录此碑之文本,予以检视,载其同异。 

(二)校正《经义考》引据之误 

如《说经上》第五十四条(“葛洪曰”):“《五经》为道德之渊海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 

《抱朴子外篇·尚博》:“抱朴子曰:正经为道义之渊海,子书为增深之川流。仰而比之,则景星之佐三辰也;俯而方之,则林

薄之禆嵩岳也。虽津涂殊辟,而归于进德;虽难于举趾,而合于兴化。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,操纲领而得一致焉。”按:正经,指

儒家经典。而《经义考》误作“五经”。[3]38-39 

又如《说纬》第四条(“班固曰”):“圣人作经,贤者纬之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八。)《疏证》指出,此语本诸孟康为《汉

书叙传》所作之注。班固原文为:“登孔颢而上下兮,纬群龙之所经。”孟康注云:“孔,甚也。圣人作经,贤者纬之也。”《疏证》

因申论云: 

今按:此处将孟康之注文误读为班固之正文,鲁莽灭裂,不足为训。
[3]252

 

按:以上两例,《疏证》分别校出《经义考》引据之误:前例将“正经”误作“五经”,后例误将注文当作正文。 

(三)校正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之误 

例如:《说经上》第四十四条(“(荀悦)又曰”):“道之本,仁义而已矣,五典以经之,群籍以纬之,施之当时则为道德,垂之后

世则为典经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。)《疏证》云: 

南朝宋范晔《后汉书》卷九二《荀悦传》:“夫道之为本,仁义而已矣。五典以经之,群籍以纬之,咏之歌之,弦之舞之,前监

既明,后复申之。故古之圣王,其于仁义也,申重而已。”汉荀悦《前汉纪》卷二五:“施之当时,则为道德;垂之后世,则为典经。

皆所以总统纲纪,崇立王业。”[3]32 

按:以上《疏证》考其出处,复加“今按”云:“此段本为来源不同的材料,而被朱彝尊捏合为一。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一书的

整理者不明其故,该书第八册第775 页误点为:‘道之本,仁义而已矣,五典以经之,群籍以纬之、施之,当时则为道德,垂之后世则

为典经。’‘施之当时’与‘垂之后世’相对成文。”[3]32事实上,以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为基础,递经覆校、审读之《经义考新

校》,此处仍沿误未改。
[5]5335

由于《国故新证》与《经义考新校》均刊行于 2010 年,《经义考新校》整理者因此无法利用《疏证》

此处成果。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《经义考新校》之误,在于整理之时,未能采用考溯文献初源的方法。 

三、《疏证》指瑕 

《疏证》是第一部针对《经义考》某一门类进行疏通证明的专著,以考溯引据文献之初源、进行文本校正为旨趣,属于经学

文献整理、考证之范畴。朱彝尊治学,以博雅精勤著称,《经义考》引据极为浩博,因此,考溯《经义考》引据文献之初源,存在两

个方面的困难:其一,工作量大,极费时力;其二,很多文献已经亡佚,极难考知。对于通行文献而言,难处在于如何辨别初源、甄别

去取;对于亡佚文献而言,难处在于如何能藉由蛛丝马迹,正确寻绎。因此,对《经义考》文本予以溯源,有所错讹,在所难免。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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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林《〈《经义考·通说》疏证〉补正》《〈经义考·通说〉引文考辨十二则》二文,旨在纠误、补阙,即缘此而作(见前揭)。 

朱彝尊身历明清易代之变,长期奔波江湖,赖有惊人之毅力、强大之学术交流网络,方能纂成《经义考》三百卷之巨著。学术

发展至今日,文献资源获得之难度,已大为降低。因此,当下经学文献之整理,最难者不在于查检文献,而在于甄别去取,正确考溯

初源。从文献整理之角度来审视《疏证》,难免有所不足。 

(一)缺少整理要素 

作为经学文献整理、考证之专著,《疏证》仅于篇首有简短之缘起,而缺少应有的说明与交待。如果同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

及《经义考新校》相比较,《疏证》尚缺少凡例和文献传本信息两个方面的关键要素。 

1.凡例 

任何一部高水平的文献整理著作或学术论著,都有其行文准则与内在规范,此即凡例。对于文献整理而言,凡例尤为重要。例

如,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之《点校凡例》,即交待了整理时所依据之底本、参校本,各项内容之次序、标点方式等等,全书因此眉

目清晰,条理畅然。凡例不明,必然影响到文献整理的行文水平与读者的使用效率。 

例如,关于如何引入文献出处的问题,由于缺少凡例的约束,《疏证》在引入文献时,便无一定之规。兹举数例: 

语见《春秋左传注疏》卷一五。《正义》曰:……[3]14 

汉韩婴《韩诗外传》卷五:……[3]17 

汉戴德《大戴礼记》卷三《保傅第四十八》:……[3]13 

《汉书》卷七五:……。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七:……[3]20 

《汉书·儒林传》:……[3]23-24 

语见《后汉书》卷四八。[3]29 

南朝宋范晔《后汉书》卷六四《吴延史卢赵列传》:……
[3]30

 

语见汉贾谊《新书》卷八《道德说》,原文为:……[3]17 

汉牟融《理惑论》:……。(友按:文末出注,云:“梁释僧祐《弘明集》卷一。”)[3]22-23 

梁释僧祐《弘明集》卷一引《理惑论》:……[3]27 

唐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卷九五引杨泉《物理论》云:……[3]38 

明昌翰林六年学士党怀英《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》……(友按:文末出注,云:“载四库本《山东通志》卷一一之七。”)[3]140-14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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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见,关于经传、史传、子书等之称引,文献、卷次、篇目与责任者之组合,称引文献与据以析出文献之位次等,《疏证》尚

无定则。倘有凡例加以规范,即能整齐其类例,不致参差。 

2.文献传本信息 

《经义考·通说》以选录前儒论说或摘录文献记述为主,因此涉及大量文献;《疏证》考溯引据文献之初源,同样涉及各种文

献。而对于文献传本信息,《疏证》大都未予交待(仅部分脚注/校记中有所注出。此类注文,集中于《说纬》部分)。所谓传本信

息,除文献名称外,尚包括责任者、版本或版次、页码等。《疏证》并非古人著述,而是当代学术著作,理应遵循当代学术规范。但

该书既未能对传本信息一一分别注出(注出者鲜),也未能于全文之末附上引据书目,致使所涉文献传本面貌不明,大大影响了《疏

证》文本之可信度。 

由于凡例、文献传本信息的缺失,《疏证》许多内容令人费解。例如,《说经中》第二十七条“邹浩曰”,《疏证》出校云: 

邹浩,吏部侍郎,字志完,常州晋陵人。中进士第。历扬州颖昌府教授,元祐七年除太学博士,出为襄州教授。大观四年复直龙

图阁。政和元年卒,年五十二。[3]91 

按:以上显然是对邹浩简要生平事行之介绍。问题在于,《疏证》对于《经义考》内“某某曰”之“某某”身份,并未全部加

以引介。那么,何者当介绍,何者当忽略?其中依据是什么?此其一。其二,本处关于邹浩之介绍文字,源于何种文献?应予交待。 

又如《说经中》第三十条(“晁说之曰”):“五采具而作绘,五藏完而成人,学者于《五经》,可舍一哉?”《疏证》注“五

采”“五藏”云: 

①五采,指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种颜色。荀子《赋》:“五采备而成文。” 

②五藏,即五脏。指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。中医谓“五脏”有藏精而不泻的功能,故名。《素问·五脏别论》:“所谓五藏者,

藏精气而不写也。”《管子·水地》:“五味者何?曰五藏。酸主脾,咸主肺,辛主肾,苦主肝,甘主心。”[3]93 

《疏证》以上两条注文,系对引据文献中“五采”“五藏”加以解说。然《疏证》此前,并无先例,何以此处需要出注?如果

有规律可循,那么,《经义考》引据文献众多,涉及名物不可胜计,何者当出注解读? 

又如《说经中》第三十六条(“苏籀曰”):“昔仲尼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,惟举要发端,不详其言,

非不能详也,以为详之则隘,故略之,使仁智者自求而得。”《疏证》明其出处为苏籀《双溪集》卷九《初论经解札子》,并节引

其文以明初源。引文首云:“臣闻圣经贤传,唐虞三代所遗;阙里之业,王者乐道尊儒。”于“阙里”二字出注云: 

阙里,孔子故里。在今山东曲阜城内阙里街。因有两石阙,故名。孔子曾在此讲学。后建有孔庙,几占全城之半。后借指曲阜

孔庙。又借指儒学。[3]99 

此条所注,已非《经义考》引据之文,而是整理者用以考证之文,更为泛滥无归。阙里作为孔子故里,也系常识。实际上,就全

书通例而言,以上三例,似均无出注之必要。 

以上所举,是否应当出注,因无统摄之例,便不明所以,造成行文体例之前后不一。同时,由于缺少传本信息,《疏证》所费力

考溯之文本初源,即难以令人放心称引。如此后果,实有违于《疏证》之初衷。前揭《疏证序》云:“删去岁月,不注出处,此二点

正是《经义考》的最大缺点……这些致命弱点无疑大大降低了它的学术价值,也影响了它作为工具书的使用效率。”执此返视《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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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》,虽注出处而无凡例、不交待版本信息,其实也有损于《疏证》作为经学文献整理著作的学术价值。 

(二)标点不尽准确 

经学文献之整理,其事匪易,最难者往往不在寻绎初源,而在看似平凡之标点。《疏证》之标点,也颇有可商之处。 

1.标点未能正确显示文献之层级 

例如《说经上》第六条(“管仲曰”):“内不考孝弟,外不正忠信,泽其《四经》而诵学者,是亡其身者也。”《疏证》云: 

语见《管子》卷一○《戒第二十六》。唐房玄龄注:“内不考孝弟,言不仁。外不正忠信,言不友。泽其四经而诵学者,是亡其

身者也,四经谓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,既无孝弟忠信,空使四经流泽,徒为诵学者,即四经可以亡身也。”[3]14 

按:《疏证》于探其初源之后,另录房玄龄之注,以明其所指。初读之下,颇以房氏所注,颇类经解之章句体(如《公羊传》、孔

颖达《正义》等)。实际上,上揭文内“言不仁”“言不友”“四经谓……可以亡身也”等句,分别是《通说》所引“内不考孝弟”

等三句之注文,在原书内,以夹注形式出现。《疏证》当加以转写。 

2.断句未当,标点有误 

例如《说经上》第七条(“赵衰曰”):“《诗》、《书》,义之府也;《礼》、《乐》,德之则也。”《疏证》云: 

语见《春秋左传注疏》卷一五。《正义》曰:说谓爱乐之敦谓厚重之。《诗》之大旨,劝善惩恶,《书》之为训,尊贤伐罪,奉上

以道,禁民为非之谓义。《诗》《书》,义之府藏也。《礼》者,谦卑恭谨,行归于敬乐者。欣喜欢娱,事合于爱,揆度于内,举措得中

之谓德。《礼》《乐》者,德之法则也。心说《礼》《乐》,志重《诗》《书》,遵《礼》《乐》以布德,习《诗》《书》以行义,有德有

义,利民之本也。《晋语》云:文公问元帅于赵衰,对曰:郄谷可年五十矣,守学弥惇。夫好先王之法者,德义之府也。夫德义,生民

之本也。能敦笃不忘百姓,请使郄谷公从之。[3]14-15 

按:《疏证》在指明文献初源之后,复引孔颖达《正义》以补充说明之,正合“通说”之义。然文中首句“说谓爱乐之敦谓厚

重之”,语意晦涩;“郄谷可年五十矣”“请使郄谷公从之”,令人费解。核其实,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七年》,“(晋)搜于被庐,作

三军,谋元帅”。赵衰因建言曰:“郄谷可。臣亟闻其言矣:说《礼》《乐》而敦《诗》《书》。《诗》《书》,义之府也。《礼》《乐》,

德之则也。德、义,利之本也。”上揭孔颖达《正义》,系疏解赵衰之语而发。宜标点作: 

《正义》曰:“‘说’,谓爱乐之。‘敦’,谓厚重之。《诗》之大旨,劝善惩恶。《书》之为训,尊贤伐罪。奉上以道、禁民为

非之谓义。……心说《礼》《乐》,志重《诗》《书》。遵《礼》《乐》以布德,习《诗》《书》以行义。有德有义,利民之本也。《晋

语》云:‘文公问元帅于赵衰。对曰:“郄谷可。年五十矣,守学弥惇。夫好先王之法者,德、义之府也。夫德、义,生民之本也。

能敦笃不忘百姓,请使郄谷。”公从之。’” 

(三)考溯出处未尽 

如前揭《说经上》第五十四条(“葛洪曰:《五经》为道德之渊海。”),《疏证》云: 

《抱朴子外篇·尚博》:“抱朴子曰:正经为道义之渊海,子书为增深之川流。……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,操纲领而得一致

焉。”按:正经,指儒家经典。而《经义考》误作“五经”。[3]38-3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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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:此条《疏证》,已能指出“五经”乃“正经”之误,但仍有几点颇可议者。 

第一,细读文本,知“道德”二字,《抱朴子》实作“道义”。 

此异《疏证》未予指出。 

第二,考《抱朴子外篇·百家第四十四》: 

“抱朴子曰:百家之言,虽不皆清翰锐藻,弘丽汪濊,然悉才士所寄心,一夫澄思也。正经为道义之渊海,子书为增深之川流。

仰而比之,则景星之佐三辰;俯而方之,则林薄之禆嵩岳。”
[6]441

其中也有“正经为道义之渊海”等句。那么,《百家》篇所载,也

有可能是《经义考》之初源。 

第三,检《太平御览·学部·叙经典》: 

“抱朴子曰:正经为道德之渊海,子书为增深之川流。犹北辰之佐三辰,林薄之依高岳也。”(《太平御览》卷六○八)[7]2736《经

义考》所引“道德”二字,很有可能据《太平御览》析出。 

又如《说经上》第七十条(“王通曰”):“九师兴而《易》道微,《三传》作而《春秋》散。齐、韩、毛、郑,《诗》之末也;

大戴、小戴,《礼》之衰也。《书》残于古今,《诗》(或曰:‘当作《论》。’)失于齐、鲁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)《疏证》指

出,此段文字,本于王通《中说》卷二《天地篇》:“子曰:‘盖九师兴而《易》道微,《三传》作而《春秋》散。’贾琼曰:‘何

谓也?’子曰:‘白黑相渝,能无微乎?是非相扰,能无散乎?故齐、韩、毛、郑,《诗》之末也;大戴、小戴,《礼》之衰也。《书》

残于古今,《诗》失于齐鲁,汝知之乎?’”“当作《论》”三字,显系朱彝尊自作夹注。《疏证》于此三字下出校,云: 

今按:或曰非也。当作“诗”。宋阮逸注:“齐辕固生治《诗》,为博士,齐人宗之。鲁申公汉初为儒学,鲁人宗之。于是有齐、

鲁《诗》。”[3]50 

按:据《经义考》夹注,知朱彝尊认为,“《诗》失于齐鲁”,也可能作“《论》失于齐鲁”。至于其中理据,未予说明。《疏

证》据阮逸为王通《中说》本句所作注,认为《经义考》之夹注有误,至于朱彝尊何以夹注,未予考察。考王应麟《困学纪闻·诸

子》,论及《中说》,有云: 

“《诗》失于齐、鲁”,当从龚氏本云“《论》失于齐、鲁”,谓《论语》也。上文已言“齐、韩、毛、郑,《诗》之末也”,

不当重出。(《困学纪闻注》卷十) 

王应麟依据传本(“龚氏本”)、文理(前文已言“《诗》之末”),认为此处当作“《论》失于齐、鲁”。翁元圻注云:“唐

李行修《请置诗学博士书》云:‘《书》残于古今,《论》失于齐鲁。’正用文中子语,可以证龚本之不误。”(《困学纪闻注》

卷一○)[8]691朱彝尊自注之“或曰”,其实即本诸王氏此说。《疏证》径断其误,而未遑及此。 

(四)出注不合通例 

《疏证》专以疏通证明《经义考》所引文献为职志,尤以考溯文本初源、指正文字讹误要务,撰者有所申论,正文中即能发挥

(《疏证》有“今按”之设置),因此除非必要,一般不宜出注(脚注)。《疏证》偶有出注,起标明文本异同之作用,自无不可。例如,

《说经上》第十七条(“贾谊曰”),《疏证》引贾谊《新书》“鬼神以与于利害”“受博学以达其知”,出注两条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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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以”,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《贾谊集·新书》作“能”。[3]18 

“受”,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《贾谊集·新书》无,而四库本《新书》有,似为衍文。
[3]18

 

以上二注表明,作者在考溯文本初源时,曾参考今人整理本。注出文本异同,以备考核,属于通例。同是本条,作者又能校正《点

校补正经义考》之误: 

今按:……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第八册第768 页将“贾谊”误作“陆贾”。[3]18 

此条同前揭《说经上》第四十四条(“(荀悦)又曰”)内“今按”一例,均指正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之误,体例允洽。此类按

语,其功用相当于校记。 

但有些注文(校记),于例未安。例如,《说经上》第十九条(“(董仲舒)又曰”)内,“《春秋》正是非,故长于治”,《疏证》

于“正”字出注云: 

今按: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第八册第769 页夺“正”字。[3]19 

此条注文,实同上揭《说经上》第十七条(“贾谊曰”)内“今按”功用相同,当循例置于正文为宜。 

又如《说经上》第七十二条(“牛弘曰”):“周德既衰,经籍紊弃,孔子以大圣之才,开素王之业,宪章祖述,制《礼》刊《诗》,

正五始而修《春秋》,阐《十翼》而弘《易》道。”《疏证》引《隋书·牛弘传》,内有“昔陆贾奏汉祖云:‘天下不可马上治之’”,

出注云: 

陆贾曰:“陛下马上得之,不可马上治之。”[3]53 

按:此注显然在追溯“天下不可马上治之”之语源。但此注同要疏通证明之牛弘之文,并无直接联系,作者将其作为读书零札

则可,若将其作为注文而入《疏证》,即同上揭出注之通例不合。 

又如《说经下》第三十九条(“方鹏曰”):“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一也,汉人读之为训诂之学,唐人读之为辞章之学,今人读之

为科举之学,盖读之者同,而用之者异也。”),《疏证》指出其出处为“明方鹏《矫亭存稿》”,出注云: 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七十六《矫亭存稿》提要:“十八卷、《续稿》八卷,明方鹏撰。是集诗文多应酬之作,所载笔记亦

无所发明。”因此列入存目。[3]211 

按:此注明方氏《矫亭存稿》何以入四库存目。所揭事实,同需要考溯之文本初源,并无直接关联,是否有必要出注,值得推敲。 

(五)载录原文过长 

备列《经义考》引据文献之全本,使其中文本之讹脱衍倒等情形,不言自明,是《疏证》之一大优点,已如前述。但所引文献

之“全”,以何为度,其实颇值探讨。《疏证》中部分文本初源,载录过长。例如,《说经上》第六十五条(“(刘勰)又曰”):“圣

哲彝训曰经,述经叙理曰论。”(《经义考》卷二九五)此见于刘勰《文心雕龙·论说第十八》卷首。《疏证》将《论说》全篇照

录,[3]46-48 达千余言。又如《说经上》第七十二条(“牛弘曰”):“周德既衰,经籍紊弃。孔子以大圣之才,开素王之业,宪章祖述,

制《礼》刊《诗》,正五始而修《春秋》,阐《十翼》而弘《易》道。”此牛弘上书请开献书之路之表文。《疏证》遂将牛弘里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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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表文,自《隋书》中析出,文字长达 1700余言,[3]52-54诸如此类,未免过于冗长,转录过当。 

此外,《疏证》在引据文献时,偶有未谙古文体例而解读有误者。例如《说经中》第八十七条(“党怀英曰”):“六艺者,夫

子所以传唐、虞、三代之道,众流之所从出,而儒为之源也。”《疏证》考其出处为“四库本《山东通志》”所载“明昌翰林六

年学士党怀英《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》”[3]140。其中“明昌翰林六年学士”,莫明所以。检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(按:《疏证》

所谓“四库本”,即指此本)《山东通志》,知此数字均为夹注之文,分作“明昌六年”“翰林学士”两段,中间空一字距。由于夹

注双行书写,《疏证》显将纵行连读,致文次失序。明昌(1190—1196),金章宗完颜璟年号。 

四、结语 

综上所述,《疏证》以考溯《经义考》通说部分之文献初源为职志,或径明文献之初源,或兼列其他可能出处,或兼释所引文

献,或备列引据文献之全本,或兼考其他文献之异同,共考出 438 则引据资料之出处,约占该部分引据资料之 88%。如虑及古典文献

之浩如烟海,亡佚文献之艰于探寻,此一整理成果,无疑极为丰硕。司马朝军《疏证序》云:“我们无意否定朱彝尊的历史功绩,也

无意贬低《经义考》的史料价值,只是想让这部名著更加熠熠生辉,更加完美无缺。我们有意成为朱彝尊之诤友、《经义考》之功

臣,只是想做一点有利于学术的善事而已。”[3]108 事实上,《疏证》虽偶有不足,但其丰硕之考溯成果,不仅有功于《经义考》,也

为经学文献之整理,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,足以当得“朱彝尊之诤友、《经义考》之功臣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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